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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等差有别到平权法的社会秩序 *

——以买卖人口犯罪为例

张亚飞  淡  雅

摘  要｜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存在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对良民贱民进行了区分，便出现了合法的人口买卖和非法

的人口买卖，而其在惩治人口买卖犯罪时主要针对的是非法的人口买卖；近代平权思想出现后，所有买

卖人口的行为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进行处理；现代社会对人口买卖的惩戒则集中在妇女和儿童。随着我

国经济、政治、思想的变化以及对买卖人口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买卖人口的行为也出现了新的特

点，在立法上出现了重大变化，司法实践在对该行为的认定中也出现了差异，集中体现了社会秩序从身

份等级到平等人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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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买卖人口的现象在我国长期存在，这种侵犯人

权和社会稳定的行为，在不同时期都受到刑法和社

会的双重谴责，但是由于社会秩序本身存在差别，

立法与司法对买卖人口行为的规制加以完善，人们

对其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学界对买卖人口犯罪的研

究，大多集中于对各个社会阶段内的单独研究，本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国法治与刑法伦理的变迁研究”（2015CFX008）；山西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培育项目“晚清民国时期亲属犯罪研究”（项目号：2019SK066）；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晚清

民国时期诬告罪与社会伦理的变迁研究”（2019D006）；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课题“中日刑法史诬告罪比较研

究”（2021YJ06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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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研究则专注于买卖人口立法及司法的变迁表现

出社会秩序的不断变化。

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阶级一直存在良贱之分，

贱籍甚至由法律直接承认了其与良民属于不同的

社会阶层，而这种差别存在于主奴关系中时，不

平等程度便加剧。由于法律禁止买卖奴婢，却又

公开承认奴婢可被随意进行买卖，即对奴婢的买

卖仍然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形成了合法的人口

买卖和非法的人口买卖，在这种背景下“略人略

卖人罪”的出现便是为了重点打击非法的犯罪行

为。［1］略人略卖人罪自在秦汉律中出现后各朝代

也一直延续使用，直到清末变法修律之时，才逐

渐将人口买卖这种公认的社会不正之风在法律层

面予以禁止，因大闹公堂案［2］而引发了对买卖人

口的禁革，周馥在《禁革买卖人口折》中提到人

在世间万物中的重要性，一切事物都必须以人为

本，人无贵贱之分，应当取消奴婢制而采取雇佣

形式。沈家本在《禁革买卖人口变通旧例议》中

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不存在贩卖人口的行为是因其

尊重人性，而中国法律亦必须加以参照并尽快革

除人口买卖这种旧习，于是新修订的刑法便产生

了略诱罪及和诱罪并被中华民国年间的立法所接

受，现代买卖人口的立法也经过了从拐卖人口罪

到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大变革，人们逐渐认识到权利的平

等和自由的重要性，认识到人们的权利是不可随意

被侵犯的，进而买卖人口这一行为也被视为严重的

犯罪行为并被各种不同的刑罚进行规制。但是由于

现实社会存在各种复杂情况，如新旧法律的交叉适

用，使得禁革人口买卖的司法实践与理想状态存在

一些差距，也就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等级差距到人

权平等转化的艰难之路，因此仍需加以研究。

二、买卖人口罪刑的立法变迁

（一）《大清律例》：略人略卖人罪

清朝的法律制度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

的，可以说是古代关于买卖人口犯罪立法的集中表

现，为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大清律例》第 275 条

对略人略卖人罪予以明确，并且分类属于贼盗篇，

该条法律依据手段和对象的不同对略人略卖人的各

种情形都进行了详细规定，同时在条例中规定了相

应刑罚。

通过此条文可以得知，略人略卖人包含略人、

略卖人两项罪名，略人是指利用暴力、威胁等非法

手段诱骗他人并留在家中作为妻妾或者奴婢，略卖

人主要是指将拐骗到的人转卖给他人。按照当时中

国的刑法规范，略卖人又包括了“和卖”和“诱卖”，

和卖主要是指根据各方协议的约定，将其中一方出

售给另一方，而诱卖则是指利用威胁利诱等各种欺

诈的方法买进或卖出，［3］由此可见，诱卖的行为

给人身和社会造成的伤害更大，也是法律打击的主

要对象。

在中国古代，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法律对于

一定的人口买卖予以合法承认，最典型的表现即为

奴婢这一社会群体的存在，但奴婢表现为合法的人

口买卖具有前提条件，在这其中对于“略卖良人为

奴”的行为法律予以禁止，即使“略卖良人为奴”

也会受到严厉的制裁，即只规定了对良人的买卖为

犯罪，以及禁止和卖、略卖或转卖他人奴婢，但主

人出卖已有奴婢和买进他人奴婢并未被禁止，表明

了清朝人口买卖的关键就在于区分良人与奴婢，由

此可见当时买卖人口犯罪的规定并未将奴婢等作为

平等的“人”而被予以保障，但从一定意义上却保

障了主人的财产权，实质上仍然是在保持中国古老

的社会阶级秩序。

（二）《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略诱及和

诱罪

清末在“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下，人们逐渐

认识到人格平等的重要性，买卖人口行为的存在与

该观念发生了冲突，在大闹公堂案的推动下，沈家

本等人提出学习西方的理念，革除买卖人口的旧习，

［1］葛向玉：《中国古代略人略卖人罪研究》，西南

政法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2］李启成：《清末民初刑法变革之历史考察——以

人口买卖为中心的分析》，载《北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

12卷第1辑，第149-176页。

［3］姚家儒、郭丽萍：《中国古代拐卖人口犯罪及治

理对策》，载《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8

期，第17-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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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传统奴婢制度的存在，使得其首先提出了《删

除奴婢律例议》，但由于各方利益斗争并未直接得

以施行。直到清末修律中才更加强调对买卖人口行

为的打击力度，《钦定大清刑律》以独立章节规定

了略诱及和诱罪，相比《大清律例》的略人略卖人

罪，其只规定了略诱及和诱两种行为，其中略诱是

指以强暴、胁迫、诈术拐取；和诱指“和同相诱”，

即受害者自愿被拐取。

民国初年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是对《钦

定大清刑律》有条件的择取援用的结果，其中将

后者与民国国体存在冲突的部分进行删减，这其

中保留了关于略诱及和诱罪的内容。根据《中华

民国暂行新刑律》第三百四十九条的规定，“以

强暴胁迫或诈术拐取妇女或未满二十岁之男子者，

为略诱罪，处二等或三等有期徒刑；和诱者处三

等至五等有期徒刑；和诱未满十六岁之男女者，

以略诱论”。

（三）《中华民国刑法》：略诱罪、和诱罪

1928 年的《中华民国刑法》从内容框架来

看，将略诱与和诱行为定性为属于妨害婚姻家庭情

形，分类归纳在妨害婚姻及家庭罪一章之中。第

二百五十七条规定“和诱、略诱未满二十岁之男女

脱离享有亲权之人、监护人或保佐人者处六个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图营利或意图使被诱人为

猥亵之行为或奸淫之行为或奸淫而犯前项之罪者，

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一千元以下

罚金。移送被诱人出民国领域外者，处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1］。由此可见，相较于《中华民国暂行

新刑律》，该法律规定对于年龄设置存在明显差异，

并且在刑罚处置上较轻。

《中华民国刑法》在 1935 年的重新修订中，

对于“略诱”犯罪加大了处罚力度。具体表现为第

二百四十条、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和诱未满二十

岁之男女脱离家庭或其他有监督权之人者，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略诱未满二十岁之男女脱离家庭或

者其他有监督权之人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意图营利或意图使被诱之人为猥亵行为或奸淫

而犯前项之罪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移

送前二条之被诱人出中华民国领域外者，处无期徒

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2］。对该处罚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当时最严厉的无期徒刑也主要是针对意图

营利与移送出国境的情形。

（四）1979 年刑法：拐卖人口罪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

制了人口买卖现象的发生，但是从 20 世纪 70 年

代开始计划经济的弊端显现，买卖人口犯罪又逐

渐呈现猖獗态势。针对这一现象，当时的刑法第

一百四十一条中明确规定拐卖人口罪，其犯罪对象

是无差别的全体人口，既无性别界定也没有年龄限

制，但是处罚不够严厉。1983 年时代背景出现了新

的变化，进一步严厉打击人口买卖犯罪活动的现实

需要促使将拐卖人口罪的法定刑加重。

（五）1997 年刑法：拐卖妇女、儿童罪

随着时代的发展，巨大的利益驱使人口买卖

犯罪活动愈发严重，这需要国家进一步重视和完

善人口买卖犯罪的法律规制，在《关于严惩拐卖、

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中提出了要

对妇女、儿童重点进行保护，针对不同情况的处

罚提高针对性，规定了多档次的法定刑，提高了

量刑幅度，同时增加了附加刑，但对于绑架与拐

卖行为并没有完全进行区分，出现了罪名重复的

情况。

1997 年刑法正式将拐卖人口罪更换为拐卖妇

女、儿童罪，并明确犯罪目的为出卖，其实行行为

是指拐卖、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

童的任一行为。与此同时规定了将绑架妇女、儿童

罪作为该罪的加重情节，完善了之前出现的罪名的

重复问题。

三、买卖人口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的
变化

（一）犯罪成立的标准

1．“买卖人口”的亲告罪性质

《大清律例》将亲告罪的犯罪大多限定在亲属

［1］黄源盛：《晚清民国刑法史料辑注》（下），元

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版，第982页。

［2］同上注第1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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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犯罪中，当时作为买卖人口罪名的略人略卖人罪

并不属于亲告罪。

略诱及和诱罪首次被规定属于亲告罪是在《中

华民国暂行新刑律》中，即追诉的前提是需要告

诉。法律规定本罪为告诉乃论，是认为诱拐的行

为使亲属丧失了对妇女的控制与监督，而在司法

实践中主要是对尊亲属的范围认定存在分歧。如

《最高法院刑事判例》十七年上字第三四三号成

年孀妇被诱之告诉一案，［1］主要案情为马秋水与

林高氏的儿子林嫩俤素来有交情，嫩俤死后交往

仍然密切，之后将其妻子林刘氏诱拐到厦门同居，

马秋水提出上告认为林高氏事前知情，无告诉权，

最高法院判决要旨认为成年的孀妇被人诱拐，与

其居住的丈夫的父母由于享有监督权也被认为属

于被害人，因此也享有告诉权。本案对“良家无

夫妇女”进行了界定，认为已经出嫁的孀妇属于“无

夫妇女”，那么孀妇对应的“尊亲属”也自然包

括其丈夫的父母。

1928 年《中华民国刑法》和 1935 年《中华民

国刑法》中也认为该罪属于告诉乃论，只是在适用

情形上更加具体化。

现行刑法中将亲告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犯

罪，其主要是认为亲告罪并不直接涉及公共利益，

可以由被害人自己决定，因此并不包括拐卖妇女、

儿童罪。

2．出卖目的对犯罪实现的作用

对于买卖行为的既遂与未遂，《暂行新刑律》

并未在处罚上进行明确区分，而是不区分是否卖出，

诱取者与和诱知情之人均予以处罚。如妇女诱拐妇

女图卖未成案，［2］主要案情为陈杨氏起意将徐段

氏卖与其他人家，徐段氏同意，陈杨氏又欺骗说帮

纪四姑娘带往上海务工，将她们藏匿在家中，找买

主要价未成准备带其二人前往上海被抓获。本案判

决认定在诱拐妇女时无论是否卖出，只要对其进行

诱骗，其作为知情人也应当被处罚。

而现行刑法对本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带有出卖

目的，并且应当以将被拐取人置于自己或他人的实

力支配之下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3］并不要求已

经将拐取人出卖甚至获利。

3．犯罪对象的认定

清末对于买卖人口的犯罪对象仍然以其身份地

位进行区分，其规定如果诱骗并且拐卖良人作为奴

隶或者奴婢，不论主犯从犯，也不论是否卖出，都

处杖刑一百且流放；但如果拐卖良人作为妻妾或者

子孙的，则处杖刑一百，有期徒刑三年。如《刑案

汇览》中一案为汪尚阳等人意图将妇女拐骗后进而

转卖以营利，但妇女还未卖出便被抢走，法律也没

有未卖减等的相关条文，因此将其按照卖为妻妾科

断。［4］由于《大清律例》是以被害人最后所卖情

形科定刑罚，因此在未卖出的情形中，便需要司法

官吏斟酌量刑。

在修律时由于出现了人权平等的思想，对略诱

及和诱的行为对象不再区分良贱，而是对以身份地

位的区分进行否定和摒弃，即对于卖出为何种情形

已不再进行讨论，改以年龄对犯罪对象进行区分，

并且一直延续到现行刑法中。

《钦定大清刑律》认定略诱罪的主要犯罪对

象是女性以及未满二十岁的男性，并且对于和诱

不满十六岁的男女也认定属于略诱罪。这也从侧

面反映出在当时年龄超过二十岁的男性并不涉

及法律意义上的略诱及和诱的问题，这主要是因

为当时社会普遍认为 20 岁以上的男子有完全意

识，自然也不会出现被人引诱拐卖的情况。［5］

由于该律并未实际施行，民初《中华民国暂行新

刑律》继承了这一规定，但当时司法实践并未过

多关注。

1928 年新施行的《中华民国刑法》在之前的

基础上修改了犯罪对象的范围，其在第二百五十七

条第一项只确认了和诱或者略诱不满二十岁的男女

的处罚，但如果和诱的对象为二十岁以上，则并没

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如《最高法院刑事判例》十八

［1］周定枚、郭卫编：《最高法院刑事判例汇刊》第

一期，上海法学书局出版社1934年版，第81-82页。

［2］汪庆祺编：《各省审判厅判牍》，李启成点教，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页。

［3］杨金彪：《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几个问题》，载

《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

［4］祝庆祺、鲍书芸、潘文舫、何维楷编：《刑案汇

览》，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5］周少元著：《中国近代刑法的肇端——〈钦定大

清刑律〉》，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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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字第二〇二号刑法施行前之和诱一案，［1］主

要案情为张治臣先后两次和诱陈德容的妻子陈余氏

（二十四岁），藏匿在樊文卿家，最高法院判决要

旨为“刑法施行前和诱已满二十岁妇女，应告知免

予起诉”。

现行刑法中对本罪行为对象的规定仍然存在关

于年龄和性别的规定，但其规定只包括妇女和儿童，

并且针对妇女不区分年龄，对于儿童认为应当是不

满 14 周岁的男女。

（二）犯罪行为方式的变化

由于在清末修律中已经明确提出删除传统法律

中有关贵族官僚的特权，承认公民人格基本平等，

民国成立之初，刑事诉讼中主要适用《暂行新刑

律》，但关于买卖人口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民国初年

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认识。

首先是关于略诱罪中的诈术存在一定的争论，

根据《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的规定，略诱罪的基

本要件是对犯罪对象进行强暴、胁迫或使用诈术，

其中诈术属于欺诈行为，因此对于是否使用诈术必

须要有精准的审判，如《最高法院刑事判例》中

十七年上字第一〇号略诱诈术之有无一案，［2］主

要案情为李和贵以一起去上海工作为由将陈娇桂和

马顺美诱骗至上海，最高法院判决要旨认为原审判

决只对被害人年龄在十六岁以下可以适用略诱罪进

行认定，但是没有对是否使用诈术进行详细的审判。

本案中犯罪人以说乡下不好，上海热闹等词，骗取

妇女信任，应当认为是使用了欺诈手段，违背了妇

女本身的意志，因此将案件发回重审。

由于买卖人口经常为避重就轻而伪造卖契，作

为价买而得而不认为是意图营利，对拐取行为的认

定存在一定的分歧，如《最高法院刑事判例》十七

年上字第一〇四号诱拐行为之构成一案，［3］主要

案情为王月娥卖了黄益利的小妾汤文香，同时写了

两张卖契，令其卖奸营利，之后又将其卖给钱永顺，

最高法院判决要旨认为以不正当目的将他人控制在

自己实力支配之下，不论之后有无卖出都认定其行

为属于拐取行为。

现行刑法中对拐卖妇女、儿童罪实行行为的规

定完全不同于民国时期，并且由于社会背景的变化，

司法实践中更多地出现了关于出卖亲生子女是否成

立拐卖儿童罪的情状，对其的认定争议较大。

如（2020）闽 04 刑终 366 号吴泽贵、江根水

拐卖妇女、儿童一案，基本案情为吴泽贵因经济困

难，且女儿吴虹自身有三级智力残疾，遂想将自己

的亲生外孙出卖给江根水，法院判决认为吴泽贵并

没有积极主动了解收养人的收养能力、家庭情况等，

商谈的却是江根水给付上诉人吴泽贵的费用问题，

还因江根水不愿意孩子回家认亲，收取的费用金额

由原来商定的 45000 元加至 66000 元，法院认定该

行为不属于收取少量的“营养费”“感谢费”的情

形，故吴某以送养的名义将亲外孙出卖，获利人民

币 66000 元，属于以出卖进行获利，其行为构成拐

卖儿童罪。

又如（2020）陕 07 刑终 13 号潘婷、熊飞荣、

曾冬英拐卖妇女、儿童一案，基本案情为潘婷在怀

孕后因其男友刑事犯罪被羁押而没有经济来源，便

产生送养孩子的想法，经熊飞荣介绍，并且征求男

友及其家人意见后，将孩子送给曾冬英，并收取了

48000 元，一审法院认定潘婷和熊飞荣构成拐卖儿

童罪，但经过二审法院认定，将孩子送人的背景和

原因、收取钱财的态度、对方具有抚养目的和能力

等事实综合判断，潘婷在送养亲生子女时虽然收取

了一定数额的钱财，但其收取钱财用于生育及产后

身体康复花费，不属于非法营利，认为其属于民间

送养行为。

对以上两个案例进行分析之后，能够发现法院

对于将自己的子女作为商品出卖的，就应认定为拐

卖妇女、儿童罪，但是认为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

费的民间送养行为并不成立拐卖妇女、儿童罪，原

因主要在于该行为自身并不具有出卖目的，无关营

利与否。

（三）犯罪情节的区分

民国初年《暂行新刑律》中存在单独的营利略

诱罪与营利和诱罪，并且“意图营利”的成立，要

［1］周定枚、郭卫编：《最高法院刑事判例汇刊》第

一期，上海法学书局出版社1934年版，第123-124页。

［2］同上注第1-3页。

［3］周定枚、郭卫编：《最高法院刑事判例汇刊》第

一期，上海法学书局出版社1934年版，第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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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略诱或和诱的成立为前提；现行刑法只将营利与

否作为量刑的标准进行认定。

《最高法院刑事判例》十七年上诉第六六三号

营利略诱既遂之标准一案，［1］主要案情为吕刘氏

与钱姓家中的夏吴氏相识，其谎称有出工资更多的

人可以介绍，然后把夏吴氏骗诱到李兰英家，李兰

英又将其带去汉川县麻河渡，由陈宗善、唐芝洪等

人作媒把其卖给了郑昌义，卖得四百五十元。最高

法院审判要旨认为意图营利略诱罪是以被害人进入

到自己控制范围内为既遂结果的，至于买卖的行为

则作为营利略诱行为的继续行为，即使之后再没有

参与过买卖，亦认为属于共犯。本案例中涉及了意

图营利的情况，但是可以看出其认定营利要求诱拐

行为必须存在。

（四）知情与否的考虑

在对略诱及和诱罪进行惩处时也应当考虑相关

人员的知情情况，即被害人承诺问题，既包括被害

人本人，也需要考虑被害人的监护人员。对此情形

在清末以及民国时期均予以考虑，但在现代刑法中

拐卖妇女、儿童罪被认为是侵犯妇女、儿童自由和

安全的犯罪，因此如果行为得到了真实有效的承诺，

就被认为可以阻却违法。［2］

如和诱知情一案，［3］主要案情为满董氏因与

王锡恩通奸，商量一同逃跑，王锡恩没有答应，满

董氏便自己逃去王锡恩家，王锡恩将其以自己母亲

养女的身份藏匿在不知真相的何寿朋家中。根据判

决记载对于和诱知情之人，将其发配边疆。被诱之

人根据原刑罚减等处置，因此将满董氏与王锡恩二

人处以监禁，满董氏父亲董永、何寿朋因不知情而

无处罚。由此可知当时对诱拐事由除诱拐之人外，

对知情人员也有相应的处罚，包括受害人。

又如诱拐妇女和诱知情一案，［4］主要案情为赵

得胜、陈玉与吴夏氏通奸，在吴夏氏与丈夫发生口角

时引诱其出逃，并邀请陈玉一起。根据判决记载将三

人判处刑罚。也是对知情与否进行考虑做出的判决。

四、买卖人口犯罪的变化：身份等
级到平权

（一）经济落后到快速增长

基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一缘由，中国古代社会

中人们依附于一定的群体，而在少数人控制了更多

的资源后，为了维护其利益，逐渐形成了特权集团，

由此产生良贱之别，这在传统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

中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在古代社会，皇家、

贵族家庭等对奴婢、奴仆的需求造就了人口买卖的

盛行，即使已经存在合法的人口买卖市场，但为了

追求更高的利益，从事非法人口买卖的数量还是不

断增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

律等各个方面都被世界资本主义所席卷。随着资本

主义企业、中国政府官办企业的相继开办，社会阶

级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也因此促进了法律的更

新，对买卖人口的打击不再有合法与非法之分。政

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是统治阶级经济意志的体

现，民国时期对人口买卖还存在着一些陋习，新中

国成立后，随着一系列重大变革的推行，人们不再

区分良贱，但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买

卖依然存在。

（二）政治动荡到稳定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冲击着封闭的中国，

使清政府的统治者日益看清楚自己的腐朽，迫于内

忧外患试图通过变法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有限地接

受了西方的一些政治文明。

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民主平等即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当时的党派弘扬民主

平等的杰作。这部法律规定了主权在民、人民平等、

人民享有各种民主自由等，意味着存留在中国几千

年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倒塌，民主平等的思想开始深

入人心，是对区分良贱的等级制度的决绝否定。

民国时期由于处于旧秩序被打破而新秩序还没

有建立起来的阶段，在规定打击买卖人口的同时，

那些由传统制度遗留下来的法律关系依然存在，并

［1］周定枚、郭卫编：《最高法院刑事判例汇刊》第

一期，上海法学书局出版社1934年版，第104-107页。

［2］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21版，

第895页。

［3］汪庆祺：《各省审判厅判牍》，李启成点教，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页。

［4］同上注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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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完全强制性地取消，而是在司法实践中进行了

处理。

新中国成立后明确规定的人民平等，已经处在

平权思想逐步成熟的阶段，此时所有买卖人口的行

为都必须受到惩罚。

（三）侵犯的法益发生变化

略人略卖人罪中，被略和被略卖的主体大多是

良人子女，由于庶民中对良贱本就存在严格的区分，

除了奴仆等为贱民［1］的规定外，传统观念里还存在

以职业去定义身份贵贱，即一些民众由于从事相对

低贱的职业而被认为是贱民，这与法律规定存在一

些差异，但这二者所定义的贱民在本质上有一个共

同的特征，他们游离于社会的最底层，有着较低的

社会地位，其政治地位、经济水平那更是不言而喻了。

另一重要的对象是奴婢，其买卖的存在一直是

人口买卖的主要原因，甚至形成了独立专门的交易

场所和方式。法律并不禁止奴婢买卖，而只打击非

法的人口买卖行为。

《大清律例》对略人略卖人规定的主要刑罚是

根据被略诱和诱人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判断，对其被

卖为奴婢、妻妾子孙和受到伤害的具体刑罚并不相

同，并且使用笞刑、杖刑、徒刑、流刑相结合的方

式对犯罪进行处罚。同时规定和诱、和卖的行为相

对为较轻的犯罪行为，并根据略诱略卖人口的行为

减等处罚。

由于清朝晚期传统法等级观念的动摇，认为对

于买卖人口应以略诱和诱论罪，民国初期的略诱及

和诱罪认为只要存在将其放置于自己所能控制的目

的而拘禁未成年的男女就成立，其既包括强制也可

以采用和平手段，之后将其规定在妨害婚姻与家庭

罪一章中，这一修改实则是背后对诱和略诱罪所侵

害的法益的思考，认为本罪侵害的法益主要是家庭

监护关系。

现代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一直存在着

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区别于民国时期认为的侵犯婚

姻家庭关系或监护关系，由于更加注重个人的人身

权利，因此被害人的身体健全及行为自由这一法益

又被很多学者着重强调。［2］

（四）思想的不断进步：自由平等

首先是在清末，随着近代商人的崛起，传统的

“士农工商”等级观念受到了冲击。由于经济社会

贫富无常，贵贱不定，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再固定化，

人与人的关系不再以身份地位进行衡量，这种依靠

金钱的关系与传统等级身份相比，更加展现出人际

关系逐渐平等的趋势。［3］

其次，近代以来人的平等意识觉醒，平权成为

了新时代文明的标志。在鸦片战争后，近代西方文

化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思想

传入我国，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的文化之间

还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价值体系也完全不同，中

国传统文化面临挑战，天赋人权的思想打破了原本

森严的等级制度，清末修律过程中，针对买卖人口

行为，平等观念的强化可以从沈家本的“参酌中外，

择善而从。现在欧美国家各国均无买卖人口之事，

系用尊重人格之主义，其法实可采取”［4］观念中

得以体现。

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在各方面消除了旧社会的

不平等制度，但是随着当时政治阶级的斗争和计划

经济体制而产生了新的等级观念，在文化大革命结

束之后，社会的巨变促使人们等级观念迅速发生了

变化，人们对于平等的追求已经具有实质和全面的

意义，自此逐步产生了平等的自主个人，也就是由

人的依赖走向人的平等。

五、买卖人口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

清朝时期，略人略卖人罪已经趋于成熟，但买

卖人口行为依然十分猖獗，除了合法人口买卖市场

的存在这一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

法律的承认和政府的放任，使拐卖者无所畏惧，以

至于发展为公开略卖。［5］民国时期平权思想已经

进入人们的思想，但是由于此时正处于社会大变革

时期，还未形成健全的法律体系，因此诱拐类犯罪

［1］参见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27年版。

［2］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21版。

［3］周少元：《中国近代刑法的肇端——〈钦定大清

刑律〉》，商务印书馆2012版。

［4］周永坤：《中国奴隶制的终结及其意义》，载

《北方法学》2010年第4期，第138-144页。

［5］乔素玲：《清代打击拐卖妇女犯罪之考察》，载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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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十分频繁。在建国之后，由于经济发展迅速，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买卖人口的行为即使在

严打之下依然存在，甚至到现在仍然为高发性犯罪，

主要原因如下。

（一）牟取暴利

贩卖人口几乎是零成本，对利益的追求使拐卖

者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利益链，只要能把人诱骗

到手，就可以转手进行买卖交易并且获得一笔不小

的利润，拐卖者只需投入很小的成本就可以收获一

笔巨大的利润更加滋长了拐卖者贩卖人口的行为。

（二）“买方市场”的存在

在行为人实施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中，“买方市

场”也间接促成了卖方的存在，庞大的“买方市场”

的存在带着巨大的利润，更加助长了卖方的违法活

动的嚣张气焰。不同于古代的“买方市场”，当前

“买方市场”的存在是因为传统落后的观念，人们

为了传宗接代或者重男轻女而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出

现与发展。

六、结论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向来等级森严、阶级分明，

步入近代之后，人们开始追求民主平等、男女平等

以及人身平等，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废除奴婢制度，

而奴婢制长期存在就是以大量的人口买卖作为依

托。沈家本批判中国古代社会这一陋习“久为西国

所笑”，因此他也提出了禁革买卖人口，并且将奴

婢改为雇佣形式，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

变革，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平等思想

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这是人权平等思想在我国理论

上的一大胜利。

但是由于当时的思想观念存在分歧，沈家本的

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做出了妥协变通，但是这对平权

思想在我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之后的几百

年里，人们依然致力于发展这一思想，经历了民国

时期对其的继承和发展，现代的平权思想一直在向

前发展。

买卖人口犯罪在社会变革时期尤其突出，古代

社会的等级制度被打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我

们更快融入到文明社会中，民主、平等的思想深入

人心，历朝历代对该犯罪的打击也更加严厉，该行

为侵犯的法益也从保护良人到保护家庭婚姻关系到

更加注重人本身的自由，刑罚轻重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裁判案件时，尤其是在民国法律更替时，由于时

代和社会变革对犯罪和判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

此对法律适用进行阐明和解释十分重要。

从清朝到民国再到现代社会，由于平权思想不

断深入人心且适用于社会和法律变革中，买卖人口

行为的立法与司法适用也因贴近社会现实而出现了

极大变化，通过对买卖人口犯罪的研究，推究出社

会秩序从等级有差到平权转变的真实情况，但是由

于利益驱使以及市场需求等原因，买卖人口的犯罪

至今仍然存在，也是中国法治变革需要不断前进发

展的动力。


